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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围绕农业转基因技术发展及应用的争论日趋激烈，问题的实质是公众对转基因生

物作物安全性的担忧。因此，要打破公众、科学家及政府在认识上的对峙局面，不是要限制转基因技

术发展，而是着力于如何采取有效的生物安全政策管理模式，在操作程序上规范转基因技术及应用行

为。作为一种建设性的意见，本文试图采用矩阵评价方法来充分表达各方利益诉求，这种评价模式能

够为农业转基因技术应用及风险控制决策管理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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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农业转基因技术诞生之始，围绕着它的争

论就在科研可行性、社会接受度、利益分配和国

际公正等各个层面展开。随着该技术逐渐被广泛

应用，其社会影响也在不断扩大。从政府决策者

到普通民众，围绕这一技术的争论亦日趋激烈。

由于该技术的应用直接针对人自身，必然要超越

技术而涉及经济、法律、伦理、政治等方方面面，

因此，弄清政府、科学界和公众的各自诉求及其

相互制约或促进关系，就成为我们理解和判断转

基因技术及政策合理性的前提，而矩阵评价模式

为厘清以转基因技术为核心的利益诉求网络提供

了有效工具。我们试图用矩阵评价方法来充分表

达各方利益诉求，以便为农业转基因技术应用及

风险控制决策管理提供帮助。 

1  农业转基因技术面临的问题及相关利益

诉求 

从农业转基因技术开发、生产和消费的流程

来看，至少包含技术应用和商业化两个层面的问

题。这些问题之所以会引发争论，根本原因在于

涉及各方利益。 

1.1  技术应用问题 

就技术应用层面而言，涉及的主要问题有：

(1) 科学研究的自主性；(2) 转基因产品的自然

性；(3) 转基因产品的食用安全性；(4) 转基因产

品的生态安全性。 

科学的历史反复证明，自主选择研究课题将

最大限度地激发科研工作者的研究热情，促进科

学进步并造福人类。农业转基因技术的科研工作

正是基于粮食增产、缓解饥饿状况等考虑而展开。

因此，研究者对转基因技术的考虑主要集中在如

何有效地实现这一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经费是

否有稳定的来源以及此项研究可能产生的风险及

间接的连锁反应。 

转基因食品的食用安全性，主要涉及毒性、

过敏性反应、抗药性及对人体免疫能力的影响等。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 OECD)在 1993 年提出

实质等同性，作为衡量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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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上的差别的重要准则。实质等同性

(Substantial Equivalence)即指：如果某个新食品或

食品成分与现有的食品或食品成分大体等同，那

么它们是同等安全的[1]。 

以实质等同性为基础，2007 年，有些学者如

P. 休里(P. Shewry)等人，以大量实验数据为基础，

比较了转基因小麦和传统种植小麦，并得出生产

出与传统小麦“实质等同”的转基因小麦是完全可

能的 [2]。P. 普拉胡塔(P. Plahuta)和 P. 拉斯珀(P.  

Raspor)从葡萄种植和酿酒的案例中也表示了类似

的观点。他们比较了 6种葡萄种植和酿酒方法对环

境和人体健康影响的风险，统计结果表明，使用传

统方法和转基因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

ism，简称 GMO)的现代方法，二者所产生的风险并

无太大差异[3]。 

反对者则认为实质等同性不足以保证转基因

食品的全面安全性，并提出了补充原则或解决办

法。如 2002年 S. 泡特鲁(S. Pouteau)从本质上质

疑实质等同性，她提出实质等同性是还原论基础

上的假设，而目前围绕着转基因食品的争论足以表

明，技术统治论模型不再为广大群众接受，而食

物除了具有物理化学成分外，也具备质量和伦理等

价值[4]。 

相对于转基因食品的食用安全性，生态安全

性引起了更为广泛且深切的关注。转基因食品的

生态安全问题涉及到环境伦理、代际伦理和责任

伦理等诸多方面，争论的焦点包括基因污染、生物

多样性受损、生态系统失衡等问题。虽然正反双

方都提出相关的科学实验数据作为支撑理由，但

事实上要想对转基因食品的生态安全性下定论，还

需要长期的累积观察和更加全面可靠的研究。 

1.2  商业化问题 

农业转基因技术的商业化层面主要包括了农

业转基因技术的法规批准、商业应用和购买消费

三个阶段，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有：(1) 农业转基

因技术的利益分配；(2) 转基因食品的商品标识。 

农业转基因技术的利益分配问题主要包括社

会内部的公平和国家之间的公正。其中比较有争

议的问题包括基因专利、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国际

合作等。 

对于社会内部的公正性，学者们主要考虑的

是企业和科学家需要肩负的责任和社会中富人阶

层垄断公共决策权的问题。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全

球影响力促使环境成本和预防原则在公司中内

化，但未经批准的转基因食品流通于市场的实例

表明这些措施并未发挥作用。政府需要制定相应

的法规迫使企业承担起这些责任，而不是任由其

自愿履行[5]。 

T. 克鲁克(T. Crook)在文章中评论道：孟山都

等生物公司没有回答公众关于生物安全、基因污

染、转基因生物伦理和公司扩张野心等疑问，却

要求或迫使全体社会成员进行协商、做出妥协，

以便找出它们强加给生态环境和社会本身的问题

的解决办法，这无疑是对自己责任的一种推卸[6]。

总结起来就是，利润被孟山都攫取，而遗留的问

题由社会平摊解决责任。  

对于国家间的公正性问题，各个学者的意见

也同中见异。N.泽布(N. Zerbe)以 2002 年南非粮

食危机时食物援助中包括转基因玉米这一事实为

出发点，分析了由此引发的农业生物技术争论。

作者认为，这种行为与消除当地饥饿毫无关系，

只是一种推广转基因作物、扩大市场和排挤当地

生产的跨国集团的商业行为[7]。 

主张标识转基因食品的伦理依据是十分充足

的，而主张不标识的动机更多地来自商业的考虑。

集中于转基因食品商品标识的争议不是“是否标

识”的问题，而是“如何标识”的问题。 

是否该给转基因成分加以标识，大洋两岸的

意见就不能统一。欧盟早在 1997年就通过了《欧

盟议会和委员会新食品和食品成分管理条例第

258/97号令》，要求对转基因食品和食品成分进行

强制性标识，而美国则在国内推行不标识的政策，

而且坚持反对任何强制性标识的国际协定。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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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都从知情同意和自主权等意义上对标识的正

当性进行了论证。其中K. 汉森(K. Hansen)于 2004

年提出的论证虽然也是以消费者自主权为基础，

但她另辟蹊径，主张更应该对非转基因食品进行

标识。她强调以不安全作为转基因食品应该被标

识的原因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如果转基因食品不

安全，那根本不应该批准它进入市场。风险往往

不是人们选择非转基因食品的主要原因，而传统

文化和宗教信仰才是。因此，她认为转基因食品

制造商并没有标识该产品的义务[8]。 

K. 汉森(K. Hansen)的意见受到了 A. 鲁贝尔

尔(A. Rubel)和 R. 史特菲尔(R. Streiffer)的强烈质

疑，2005 年他们指出，K. 汉森的观点中最大的

错误是她低估了对于自主权尊重的需要，也高估

了标识转基因食品的成本。同时，她认为只有少

部分人希望转基因食品成分得到标识，这种情况

在美国也许属实，但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欧洲

则正好相反。这两位作者进一步强调，除了应当

考虑消费者自主权，公民自主权同样值得考虑，

后者是指大多数公民的政策偏好得到尊重，尤其

是当他们的意见自发性地趋于一致时[9]。 

由此不难看出，在农业转基因技术的开发与

应用层面，不同的利益群体诉求有明显的差异。科

学家群体更多的考虑是农业转基因技术开发的经

济利益和可能性，而公众更关心转基因产品的安

全性。由于科学界和公众在利益诉求上存在着差

异，因而大大增加了政府在决策时的难度。平衡

各方利益的现实需求，提出了利益评估的要求，而

矩阵评价模式则是目前为各方所接受的评估方法。 

2  矩阵评价模式分析 

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常常需要平衡各方利益，

如何才能为农业转基因技术提供正确的决策是政

府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一种较为妥当的办法是对

该技术进行全方位的评估，既考虑技术发展的前

景和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需将公众的担忧纳

入评价的范围。 

技术政策制定的前提通常是技术评价，自 20

世纪 70年代以来技术评价方法—— 即技术评估与

技术预测被广泛地运用，已成为一种规范化的政

策制定操作手段。按照通常的理解，技术评价是

事先对技术的开发、试验和应用等一系列过程可

能产生的影响进行预测，从总体上评估、把握利

害得失，将它的负面影响降至极小，使他的正面

效果达到极大，从而引导技术朝着有利于人类、

自然、社会和技术发展的方向前进。因而技术评

价是政策研究的一种形式，它为政策制定者提供

了一个综合的评价。在理想的情况下，它是一个

能够提出适当问题并能获得正确和及时答案的系

统。它能够识别政策问题，评价多种替代行动方

案的影响，并且提供研究结果。它是一种系统地

评价技术发展的性质、作用、地位和利害得失的

分析方法。技术哲学家 F. 拉普(F. Rap)对技术评

价作了很好的分析，他认为技术评价可作为政治

目标的辩护工具，用来获得公众的支持；作为一

种决策工具，通过对最大量的信息进行描述、阐

明，确定先设目标的选择方式，预测某种技术活

动的后果以及这种后果的相关价值；作为一种约

定，用以做出“适当”、“好”一类的判断[10]。如

果情况是这样，那么，把技术评价与公共决策结

合起来则可将技术评价从只面向科技管理层次转

变到兼顾公共决策层面[11]。这对于使技术评价从

专业化走向广泛化、群众化、民主化是十分重要

的举措。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日趋多元化的价值伦理观

念，都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因

而，公众民主参与就变得更加重要，而公众民主

参与的一种常见形式是共识会议。虽然共识会议

是一种很好的形式，但常常因在具体问题上的不

一致而降低了效果。矩阵评价模式是为共识会议

实现其目标而设定的一种结果分析模式，目的是

为共识会议提供一种意见分析和评价手段，为理

性决策提供依据(表 1)。因为，矩阵评价模式对于

多种观点的包容精神可与共识会议多样化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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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相呼应。各种观点的人都可以在矩阵评价模式

中找到价值判断的立足点。同时，矩阵评价模式也

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在共识会议过程中可以对矩阵

评价模式遗漏的原则加以补充。另一方面，用矩阵

评价模式分析案例后得到的结果，是对案例中具有

伦理相关特征的事实和价值判断的梳理，形成清晰

明了的纲领性表单，以便将共识会议的讨论明确呈

现。此外，如果矩阵评价模式在公众参与模式中运

用得好的话，对公共决策的益处将超过少数专家权

威的建议。同时，参加共识会议的普通民众运用矩

阵评价模式分析案例的报告，对参与者自身以及未

亲身参与但有类似想法的民众都有一定的教育意

义，有助于增加民众对所评价的新技术的理解，以

及对因此而产生的公共政策的支持。 

自从 B.门福安(B. Mepham)在 1994年提出了

矩阵评价模式后，它在荷兰、挪威、德国和英国

等很多欧洲国家的不同团体组织和委员会得到了

广泛的使用。它曾被用于审视多例生物技术案例，

包括牛生长激素、转基因鲑鱼、转基因动物用于

生物实验、异种移植、功能食品和转基因农作物。 

 
表 1  伦理矩阵的基本模式 

利益群体 幸福原则 自主原则 公正原则 

受体生物 动物福利 行为自由 内在价值 

生产者(例如企业、农民) 足够的收入和良好的工作环境 采用或不采用该技术的自由选择权 商业和法律上的公平竞争 

消费者 食品安全性和接受度 尊重消费者的选择权 可以承受的价格 

生物圈 环境保护 生物多样性 可持续性 

 
矩阵评价模式能够明确地指出，哪些与所评

价技术有关的事实和结果是具有伦理相关特征

的，哪些结果与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哪

些结果与价值观是相互尖锐冲突的。当使用者以

原始的矩阵评价模式去评价某项技术在具体案例

中的效应时，其实质是根据案例发生的背景、案

例的实际情况、使用者的立场等主客观因素，构

建一个新的矩阵评价模式，并通过详细的思考和

分析，用事实和判断填充起这个矩阵。这一程序

在无形中揭示了技术利弊分配到相关团体的机

制，因此也全面地揭示了技术正当性，即在分析

问题的同时，也评价了技术本身。 

矩阵评价模式最开始的目标人群是那些对新

型生物技术有所了解、有一定兴趣但对伦理学所

知不多的人们。依据设计者的意图，政府建议部

门、伦理委员会、非政府组织、商业公司、公众

会议的参与者等团体或者个人都可以使用矩阵评

价模式来认清新技术带来的种种争议，并做出合

乎逻辑的决定。 

矩阵分析所需要的事实包括很多类型，比如：

当种植某种转基因农业作物时，它在产量、抗病

虫害和营养价值等方面具备怎样的优良特性，以

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收益可能会产生何种变动。再

如，转基因农业作物化学性质的改变对消费者健

康的影响，是积极的、消极的，还是直接的、间

接的等。 

虽然处理的是可以计量的事实，但并不足以

轻易地推出结论。因为，事实的性质往往是引起

争议的焦点，如这些事实的来源是否可靠、它们

与存在的问题是否真正相关等。尤其当数据的来

源有偏见嫌疑时(比如用来支持他们自己产品的

商业公司提供的数据；或者一直反对这些产品的

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数据)，中立的使用者有理由不

采信这些可疑的证据。衡量事实能否应用矩阵评

价模式，需要比较各个事实证据的不同之处，以

及检验这些事实的来源，因为事实是矩阵评价模

式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对于其可信度的检查是必

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 

在有些案例中，价值可能具有比事实更重要

的效力。例如，虽然种植转基因作物可能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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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提高国家的经济收益、促进农业的发展，但

是转基因技术是否威胁到了传统农业种植者的生

存和利益，在没有确凿科学证据的情况下发展转

基因技术是否是在拿人类的健康冒险等问题，需

要做出价值性的判断。价值观不同的人，比如拥

护自由市场经济的人和支持计划经济的人，在回

答上述问题时会有不同的答案，因为他们赋予各

个因素的价值不同。 

理论上来说，某个既定的行为要么遵守了，要

么违反了矩阵评价模式中的原则。但事实上，且

不论不同原则之间的正负效果难以相抵，即使针

对同一原则，其正负效果也不一定可以相互抵消。

例如，在多数情况下，不伤害原则比有利原则更

有说服力，因此在考虑转基因技术的受体生物的

境遇时，保证它们不受伤害比提高它们的生存质

量更基本，保证他们在肉体上不受到伤害比保证

他们在精神上不受到伤害更基本。正像不同原则

有不同权重一样，同一原则的正负效果也是如此，

因为在伦理学中，作为和不作为并不具有能够相

互抵消的同等效力。 

使用矩阵评价模式对案例进行分析时，比较

现状和引入新技术后的状况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

法。使用者可以采取定量的方式为矩阵评价模式

的每一部分赋值，赋值范围必须有严格的标准，

而权重则可依具体场景而变化。通过合理的赋值，

能够减少争议，更能明确争议的焦点。比如对于

矩阵评价模式某一部分的判断，只有“是”与“否”

的选择，范围是很狭窄的，如果增加了各种程度

的“是”、“否”选择后，争议的指向性将会更加

明确。 

3  矩阵评价模式的应用案例 

以下我们运用矩阵评价模式讨论转基因鱼和

大豆这两个典型案例，由此来分析专家和公众的

各自诉求。这种分析模式也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清

晰的材料和依据。 

3.1  专家和公众对转基因鱼的诉求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 2004年发表的统计报

告显示，在过去 30年间，全球的食用鱼消费水平

翻了一番，人口年平均消费量从 12 公斤/年增长

到 24.8公斤/年，占动物蛋白摄取总量的 15%。 

渔业的主要生产方式仍然依靠捕捞手段，但

有数据显示超过 25%的海洋生物已被过度捕捞，过

半的海洋生物资源处于已被完全开发的状态。因

此，水产养殖业正在逐步成为渔业发展的主力，目

前已占据渔业生产 30%的份额，在经济方面，它

也被认为是在改善农村状况、缓解贫困压力、制

造就业机会和创收经济产值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的支柱产业之一。水产养殖业的技术革新也被认

为是 21世纪的“蓝色革命”[12]，而转基因技术就是

这场革命中的一个“先头部队”。 

在水产养殖领域，遗传改良技术的使用是相

当普遍的，转基因技术的采纳也提上了日程。转

基因技术的主要目标是提高鱼的生长速度和抗病

能力，以及增强环境耐性和营养价值等。目前至

少有 14 种转基因鱼和贝类在生长速度上超过普

通鱼类，但是没有一种转基因鱼得到商业化生产

的许可。 

鱼类转基因技术主要面临着以下几点质疑：

一是若不使用转基因技术而采用其他水产养殖技

术是否也会在环境影响、食品安全、生产效率和

分配公正等方面引起类似的争议？二是由于养殖

业技术的转向而引起的国际竞争将会对政策法规

和国际贸易产生何种影响？三是一些在技术上有

优势的水产养殖大国(如中国、印度和古巴)该如何

发展和应用转基因技术，政府的决策又会引发哪

些争议[13]？ 

为了更好地理清案例中存在的争议以及探索

矩阵评价模式的使用方法，挪威伦理委员会

(Norwegian Ethical Board)分别组织了两次研讨

会。一次是 2005年 9月在爱丁堡举行的专家性研

讨会，与会的是 9 名来自海洋生物学界、水产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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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工业、政策部门等领域的具备充足水产养殖知

识和经验的专家；另一次是 2004 年 11 月在奥斯

陆举行的普通民众研讨会，参加者是从 70人组成

的样本库中考虑性别、年龄、教育背景和参与动

机等因素后抽取的 10人。 

爱丁堡的专家研讨会主要采取自上而下使用

矩阵评价模式的方法，即矩阵评价模式的原则和

细化主要由研讨会的组织者设定。组织者，作为

研讨会的主导者，需要具有推动生命伦理学商讨

会的相关知识和经验。 

与会专家对矩阵评价模式进行强弱危机综合

分析(SWOT 分析)时，指出这次研讨会的主要缺

点在于没有时间充分讨论每个问题，以及参与者

的专业局限。他们认为，应该让更多利益相关者

参与讨论。同时，他们一致表示矩阵评价模式有

助于推进商讨过程(表 2)。 

而在奥斯陆的普通民众研讨会上则采取自下

而上的方式使用矩阵评价模式进行研讨，即组织

者提供较少的明确指示，在细化原则和引导伦理

商讨时尊重普通参与者的主流观点进行(表 3)。 

 
表 2  爱丁堡专家研讨会使用的矩阵评价模式 

 幸福原则 自主原则 公平原则 

转基因鱼 动物福利 行为自由 内在价值 

养殖者 生产效率，工作安全性和报酬 自由选择是否采取这项技术 平等的贸易和法律环境 

消费者 食品安全和生活质量 民主决策权 个人和区域公正 

技术专家和生物技术公司 商业竞争力和工作条件 创新能力 平等的贸易系统 

生物圈 环境保护 生物多样性 可持续性 

 
表 3  奥斯陆民众“生长迅速且不育的转基因鲑鱼”的矩阵评价模式 

 有利原则 减少伤害原则 尊重原则 公正原则 

水产养殖者 收入和工作条件 对自然资源、空间和供给的依赖 自由选择权 平等的交易环境 

消费者(现在和将来) 营养价值 食品安全 对消费者的尊重(如标示) 支付得起的产品和可获得性

转基因鱼 抗病能力 动物福利 自由活动 尊重自然价值 

生态环境 环境保护 环境污染 生物多样性的持续性 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 

研究团体 新的研究课题和资助 对工业资助的依赖 自主选择研究 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专家研讨会中自上

而下使用的矩阵评价模式是组织者给定的，而在

奥斯陆普通民众研讨会中自下而上使用的是民众

经过讨论修订过的矩阵评价模式。这两个矩阵评

价模式都在受影响的利益群体中加入了研究团

体，后者进一步细化和调整了伦理原则。例如，将

幸福原则分成了有利原则和避免伤害原则，以尊

重原则替换了自主原则。相对于爱丁堡的专家研

讨会，使用自下而上方法的奥斯陆研讨会更充分

地扩展了参与者的思路并激发了进一步深入的探

讨。无论哪种方法，都允许参与者有理有据地陈

述他们对相关技术争议的伦理评价，同时，这些 

评价都具有清晰的伦理理论指向性，也都能容纳

不同的伦理立场，同时也为政府决策过程中充分

考虑并协调和融合种种意见奠定了基础。 

3.2  中国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案例分析 

中国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农业生物技术的科研

立项和研究情况，对农业生物技术的科研投资也

连年递增。这些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所带来的成

果也是十分显著的。根据对“国家转基因植物研究

与产业化专项”实施 5年来的统计显示，我国已自

主克隆的功能基因 418 个。其中，抗虫相关基因

46 个，抗病相关基因 57 个，抗非生物逆境基因

162个，生长发育相关基因 78个，品质与高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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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基因 71个，抗除草剂基因 4个[14]。 

截止 2002年，农业部生物安全委员会批准进

入田间环境释放的转基因植物有水稻、玉米、大

豆、马铃薯等 22种，准予商品化生产的植物有棉

花、番茄、辣椒和矮牵牛等 4 种[15]。转基因棉花

(Bt 抗虫棉)是目前我国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最

大的农作物，2004 年全国种植抗虫棉达 5500 万

亩。但除了转基因棉花以外，其他转基因农作物

的科研虽然如火如荼地进行，却并未得到大规模

推广和商业化。以转基因水稻的投资和回报为例，

从 1997 年到 2000 年，我国提出安全性申请的转

基因水稻有 70项，批准了 57项，其中中试 39项、

环境释放 18 项，到 2003 年仅批准了生产性试验

4项[16]。 

这种高投资低收益的现实与中国政府的政策

导向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政府希望通过发展农

业转基因技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

抓住发展转基因农业的最佳时机；而另一方面又

担心农业转基因技术的生态安全性和社会接受度

等负面影响。走出这种两难境地的途径之一就是

将决策权交还于民众，即对具体转基因技术进行

的科技风险、经济效益和伦理道德的分析评价由

民众参与做出。矩阵评价模式完全适合于这种民

主决策的评估。 

转基因技术用于大豆的实践结果，可为矩阵

评价模式的应用提供佐证。 

3.2.1  转基因大豆的背景 

1994 年美国孟山都公司培育出抗草甘膦转基

因大豆(商品名为 Roundup Ready Soybean)，并于两

年后获准在美国商业化种植[17]。草甘膦(Glyphosate)

是一种杀草谱广、传导性好、残效低的除草剂，它

专一抑制植物体内 (5-烯醇内酮酰莽草酸-3-磷酸)

的合成酶，通过扰乱生物体正常的氮代谢而达到

除草效果。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的机理是让植物

体内大量表达 EPSP 酶，即应用 Ti 质粒介导转移

DNA 技术，导入抗草甘膦 EPSP 基因。草甘膦除

草剂将扼制杂草而不影响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的

生长[18]。 

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目前是世界上种植最普

遍的作物，2006 年种植面积达 5860 万公顷，占

全球转基因作物总面积的 57%[19]。美国与阿根廷

是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根据海关统计年报显示，

它们也是我国的进口大豆主要供应国。 

目前中国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世界第 4

位，2005年中国大豆种植面积为 950万公顷，2006

年为 940万公顷，2007年又下降 12%。中国从 1996

年由出口国变成进口国，随后进口量迅速上涨。

2005–2006 年我国大豆进口量达到 2831.7 万吨，

同期国产大豆仅为 1720 万吨；2006-2007 年达到

3100万吨，同期国产大豆 1690万吨[20]。 

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的主要优势在于：(1) 减

少高毒性除草剂的使用。美国注册用于大豆田的

除草剂至少达 70种之多，目前已减少一半以上；

(2) 提供了一种杀草谱广、价廉并解决大豆田多年

生杂草及其他难治杂草的方法；(3) 为推行大豆免

耕与少耕、窄行密植提供了可靠的保证。美国从

种植抗草甘膦大豆后，免耕面积从 1996 年的

30.5%扩大至 2000 年的 33.9%，从而有助于水土

保持；(4) 草甘膦是最安全的除草剂品种，对环境

友好，无土壤残留；(5) 由于除草剂用量下降，从

而节约能源，减少向环境中 CO2排放
[21]。 

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的风险有：(1) 对大豆产

量的影响。根据美国中西部 8个州进行的 8200项

试验，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比传统大豆平均减产

5%–10%；(2) 对土壤微生物和植物健康的影响。

转基因抗草甘膦大豆喷洒草甘膦后，造成土壤微

生物群落发生变化。对转基因抗草甘膦大豆的 50

种特性研究发现，在两个转基因大豆品系中苯丙

氨酸和凝集素的水平下降，这会促使大豆对病害

敏感[21]；(3) 对大豆营养成分和人体健康的影响。

转基因大豆的组成物质与非转基因大豆相比有较

大的变化，如植物凝血素提高了约 1 倍，蛋白酶

抑制剂提高 26.7%，而蛋白质和苯丙氨酸明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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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维生素 B复合体胆碱的含量降低 29%等；(4)

造成杂草抗性。杂草抗性使得转基因大豆减少除

草剂使用的优势逐渐丧失，研究表明，因杂草抗

性，转基因大豆使用除草剂量较种植非转基因大

豆多 11.4%，这无疑会加速抗性杂草的发展，会

使某些物种抗性剧增；(5) 可能影响生物的多样

性。转基因大豆具备较高的经济效益，且可能通

过“基因飘逸”等方式污染非转基因大豆，从而影响

大豆品种的多样性[22]；(6) 存在未知 DNA片段。比

利时科学家发现未表达的不明 DNA 出现在人工

插入的 EPSP 基因旁。虽然孟山都公司声明这些

片段没有功能，不会造成任何问题，但这些沉默

基因的存在不能不说是一种难以预测的风险[23]。 

3.2.2  围绕转基因大豆利益诉求的矩阵评价 

中国对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的特殊国情背景

的考虑大致分为生态效应、经济效益和消费者态

度三方面。 

从生态方面来看，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地，其

栽培历史在 4000年以上；中国也是大豆种系丰富

的资源库，仅收集保存栽培大豆样品就有 2 万余

份，居世界首位，同时收集保存野生大豆种质资

源 6000余份，占世界收集量的 90%以上[24]。由于

野生大豆和转基因大豆能够互相杂交，一旦抗草

甘膦基因飘逸到野生环境中，大豆丰富而珍贵的

原始等位基因就可能会遭到破坏。 

从经济方面来看，在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出

现了大豆生产不足以满足日益增加的市场需求的

情况。而由于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低关税冲击和进

口转基因大豆的成本优势①，中国贻误了宏观政策

调控的时机，由大豆净出口国变成最大的进口国。

如今还要面对大量依赖进口大豆，而国产大豆销

售困难的窘境[25]。目前，中国的大豆产业在定价、

加工、营销等环节出现受控于人的情况，外资背

景的食用油加工企业占领了大部分市场，中国油 

脂企业效益急剧下滑，经营陷入困境。 

从消费者态度来看，2002 年中国科学院农业

政策研究中心对中国华北和华东地区的 11个城市

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入户调查，结果显示： 

第一，我国消费者对于转基因食品已有一定

的认识但并不深刻。这与胡焱等人在 2006 年 10

月于北京和上海两市做出的调查结果相吻合[26]，

而与丁玉莲在 2002 年至 2003 年于南京市做出的

调查结果有所出入[27]。 

第二，转基因食品受到所调查城市的绝大多

数消费者的欢迎。在转基因食品与同类食品价格

相同的情况下，约 75%的被调查人表示至少愿意

购买 8 种转基因食品中的一种，有近一半(49%)

的被调查人表示 8 种转基因食品都愿意购买，这

大致与 1999 年和 2002 年的美国处于相同水平，

但比 1999年的欧洲大部分国家要高很多[28]。 

第三，面对不同的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的接

受程度和购买意愿也随之发生变化，其中对改善

营养的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和购买意愿最高，

对植物性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和购买意愿均比

对动物性食品要高很多。 

第四，消费者的收入、政府态度、媒体导向

以及转基因食品价格，都显著影响着消费者对转

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和购买意愿。而丁玉莲的调 

查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媒体的信息对消

费者有显著影响，转基因食品的价格将会影响消

费者的最终选择[27]。 

3.2.3  利益攸关方分析 

政府决策受多方利益博弈的影响，同时政府

的价值导向也影响着转基因政策的制定，以转基

因大豆案例分析如下(表 4)： 

(1) 大豆的种植者  

韩天富通过对国内外大豆专家的问卷调查和 

 
 

① 例如黑龙江大豆在国内市场，每吨成本至少要比进口大豆高 170 元。科学研究也表明, 国产大豆的出油率为 16%–17%，而进口转基因大

豆的出油率为 19%–22%，相差 2–3个百分点。大豆的出油率每差个百分点，加工 10万吨大豆，其效益就相差 1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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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转基因大豆案例中的矩阵评价模式 

 幸福原则 自主原则 公平原则 

种植者 收入和工作环境 种植自主权 平等的贸易和市场体系 

消费者 食品安全和生活质量 知情权和民主选择权 获得食品的公平机会 

科研团体 新的研究课题领域 自主选择研究 平等地申请科研资助和专利的政策环境

生物环境 环境保护 生物多样性 可持续性 

 

国外实地考察，比较了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生产

体系和非转基因大豆生产体系中除草成本和生产

效益的差异，测算了中国未来转基因大豆生产体

系的增产、增收前景。调研结果表明，在 2006年

全国大豆平均单产和 2007年初价格水平下，种植

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比种植非转基因大豆可降低

生产成本 945 元/公顷(主要为除草用工费)，增产

322.1 公斤/公顷，增收 805.25元/公顷，增收节支

合计 1750.25元/公顷，生产效益显著[29]。 

为了规范转基因技术商业化，国务院于 2001

年 5月 23日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

例》，对在中国境内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研究、

试验、生产、加工、经营和进出口等所有相关活

动进行了规定。2002 年 3 月 20 日，农业部颁布

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

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

物标识管理办法》三个配套管理办法。2002 年 4

月 8 日，卫生部也发布了《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

办法》，要求对“以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或者其

直接加工品为原料生产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必

须进行标识。根据宣亚南和崔春晓对转基因安全

管理政策的定量分析结果显示，尽管这些管理政

策应该削减进口转基因大豆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但

事实上，通过政策抑制大豆进口的长期效果并不

明显。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国内市场对大豆进口的

刚性需求以及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意识薄

弱等[30]。 

(2) 消费者 

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食用抗草甘膦转

基因大豆及其制品有害人体健康，但正如上文提

供的科研数据，转基因大豆在营养成分上确实发

生了一定的改变，伴随着抗草甘膦基因不明来历

的 DNA片段也是潜在的威胁。因此抗草甘膦转基

因大豆的食用安全性需要长期深入的科学实验来

验证。 

中国政府针对转基因食品的标识颁布了一系

列的管理办法，这些规章条例在法律层面上保护

了消费者的知情选择权，但事实上，因为科普宣

传的匮乏和商业标识模糊的用语，很多消费者并

不完全知情。 

(3) 科研团体 

在中国申请受理并被授权的转基因大豆专利

数量为 16件(其中，国内科研机构被授权专利为 7

件)，远低于美国(专利件数为 41 件)和日本(专利

件数为 34 件)。中国在转基因大豆领域的 7 件专

利分别涉及 7家研究机构、36名发明人员，不足

美国的一半。中国的转基因技术专利大多出于大

学和国家所属的研究所，而没有以市场化和产业

化的需求作为导向。同时在中国从获得转基因植

株到培育出转基因大豆品种所需时间长，比美国

长一倍以上[31]。 

(4) 生态环境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蔬菜所的陈新等人通过实

验发现：在田间种植从阿根廷引进的抗草甘膦转

基因大豆，并在其四周 50米范围内种植野生大豆

Y–8104，在野生大豆收获后第二年继续种植，并

喷施高剂量草甘膦，结果发现了一株抗草甘膦野

生大豆。对该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在田间种植,取

其叶片提取 DNA，再经过 PCR 检测，确认为阳

性，由此可初步判定该株野生大豆为基因漂移植

株。这说明，抗草甘膦基因确实有可能逃逸到野

外自然环境中[32]。 



                                                   雷毅等：农业转基因技术政策的矩阵评价模式 129 

 

 

中山裕一郎(Nakayama Yuichiro)等的研究也

得出类似的结果，在栽培大豆与野大豆间隔 50 cm

种植时自然杂交率可高达 5.9%[33]。在授粉昆虫频

繁活动的条件下，野大豆异交率可以高达

9.3%–19%。相对而言，野生种群的大面积分布也

容易吸引授粉昆虫，从而使种间杂交率更高[34]。

对于逃逸基因在新遗传背景下的整合， 彥冈 一

(Oka Hiko-Ichi)认为，栽培大豆与野大豆种间杂交

F1代高度可育，且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可在半自

然状态下存活至少 3 年[35]。最近的研究还证实，

一旦发生携带抗性的外源基因的转移，即使在没

有选择压力下(如除草剂施用)，抗性基因也会在自

然界长期存在[36]。 

4  结论 

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到，矩阵评价模式从社

会主流伦理价值观念所依据的功利主义、义务论

和正义论的原理出发对各方利益的诸方面都给予

了考虑。如果利益各方在考虑问题的方向上能够

达成一致，就可以在此框架下进行讨论，并且，

通过矩阵评价模式，各方利益都得到同等的关注。

这种评价模式最大的好处，是消除了利益强势群

体与弱式群体在话语权上的不平等，表现出更大

的民主特征。从欧洲各国使用的情况看，这种评

价模式对公众民主参与更具实质性含义，能清楚

反映各方利益诉求，有利于政府决策。 

需要指出的是，各国对待农业转基因技术态

度的不同，还与文化传统、社会价值以及经济与

科技发展的差异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经济实

力的差距和国情差异决定了各国对待农业转基因

技术态度的不同。对于欧洲等发达国家而言，农

业转基因技术所带的风险远大于所带来的收益，因

此，继续沿用保守的传统农业更符合国家利益；

对于美国，农业转基因技术的发展源头，推广该

技术将稳固自己在此行业的领头地位，因此，发

展并大规模商业化农业转基因技术是美国的首

选；而对于尚处在发展阶段和农业大国的中国而

言，农业转基因技术的风险同样存在，但相比于

欧洲，农业转基因技术所能带来的收益更多(如缓

解饥饿状况、提高亩产、改善品质等)。因此，这

就比较容易解释为什么我国的农业转基因政策较

美国严厉，而较欧洲宽松了，毕竟，政府在面对

农业转基因问题时需要考虑的事情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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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trix Method to be Used in Assessing the Policies of the Ag-
ricultural Transgenic Technology 

Lei Yi1, Jin Pingyue2 

(1. Center of ST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2.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ethics University of Zurich, Switzerland 8006) 

Abstract: There is a heated debate concerning the agricultural transgenic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s. 

The debate mainly focuses on the public’s concern for the safety of transgenic crops. To relieve the tension be-

tween the public and scientists and government, what should be done is not to limit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genic 

technology, but to adopt an effective management model, in which policies should be made to ensure bio-safety in 

its application. This paper uses matrix methods to fully express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This assessment model 

can be of some help in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agricultural transgenic technology as well as risk control manage-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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